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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西部地区典型城市重庆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熵值法、空间分析方法，从总体特征、规模特征、产业

特征和空间特征 4个方面对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

特征方面，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为橄榄形状分布，多数小城镇处于中低级水平和中级水平。但是，

主城区小城镇和周边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差异显著;在规模特征方面，随着小城镇规模的扩大，重庆市

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在产业特征方面，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最高，其次分别为工矿、农业和商贸服务;在空间特征方面，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在全局上具有显

著的空间相关性。渝西地区的小城镇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扩散型区域，而渝东南和渝东北的小城镇多属于

低速增长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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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加速了大中城市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部分西部小城镇

的衰退与消亡。1998—2008 年，大城市特别是 2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数量的涨幅达到了 105%，50 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数量没

有变化或呈现下降趋势[1]。在经过了又一个 10 年的发展以后，这一城市发展趋势更加极化，且多数大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2]。为了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和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指出在西部地区要实现 1 亿人的就近城镇化，而其中小城镇是发展的重点[3]。西部地区小城镇

的发展既面临时代的机遇也有相当多的挑战。一方面，西部地区小城镇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具备打造成为旅游特色小城

镇的先天条件。另一方面，绝大部分西部地区小城镇缺乏地理优势、产业基础，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水平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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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是国家义务且平等向所有居民提供的基本社会服务[4]。结合现有的研究来看[5-6]，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划分为设

施类和服务类(如社会保障)两大类。得益于我国政府近些年来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的诸多改革，小城镇居民与城区居民在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大幅缩小。因此，从小城镇层面来研究社会保障，并不能体现出其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殊

性。设施类基本公共服务则受到行政等级、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区与周边

区县均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另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在小城镇发展和实现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7]。因此，本文选择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而不是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研究对象。 

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和关注度不高等方面的原因，现有研究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无论是国内还是

国外开展相关研究的学者都较少。早期一些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

模式和配给效率[8]。在最近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更多地关注中国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小城镇在学校、医院和社

区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较为缺乏。究其原因，小城镇缺乏从财政体系和土地市场中获得大量资源的权利[9]。以西

安为例，在当前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与土地政策相挂钩的背景下，政府为失地农民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相对短缺的[10]。

以成都为例，政府在推动当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这样的机制虽然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却较大程度地提

升了当地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11]。国外学者主要从供给机制的角度对我国的小城镇建设进行了研究，对于小城镇建设

的水平研究则相对不足。与国外学者不同，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我国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及其差异，与国外学者较好地

形成了互补。不同类型旅游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需求、特点等都存在差异，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小城镇的情况进行具体剖

析[12]。国内部分学者在研究我国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水平和差异程度时，均发现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小城镇的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差异悬殊[13-15]。受到指标选取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学者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变化方面得出了有所差异的结论。

国内现有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研究虽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有一些可以进一步深化的地方:首先，现有关于

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研究都是从全国范围着手，忽视了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并且缺乏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的研

究;其次，由于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原因，部分研究的研究指标过少，仅有 5个研究指标(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

并普遍缺乏作为新型城镇化重要方面的环境基础设施的研究指标;最后，现有研究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特征分析仅限于总

体层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从人口、产业和空间等细化视角的切入。 

基于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和空间分析方法从总体特征、规模特征等 4 个方面对西部典型城市重庆市的 812 个小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为西部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和特色小城镇的打造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部内陆各地区具有类似的区位和地理条件、相似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16]。重庆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之

一，集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二元结构，并在 2007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

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重庆所面临的小城镇发展问题是西部众多省市共有问题的一个缩影。截

至 2015 年 12 月，重庆市共有 38 个区县，其中主城 9个区，周边 29 个区县。主城 9 区共有小城镇 69 个，周边区县共有小城镇

743 个，合计 812 个小城镇[17]。以重庆作为研究样本，能够挖掘出西部地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共有特征。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为 2016 年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镇乡基本数据统计表》和《重庆市统计年鉴》。2016 年《重

庆市镇乡基本数据统计表》共包含了建成区人均道路面积、用水普及率等 13 项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指标。 

1.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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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熵值法对重庆市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从

总体水平、城镇规模等方面着手，对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1.3.1 数据标准化 

由于数据的量纲往往存在差异性，因而不能对数据直接进行分析与比较。鉴于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假设有 m个小城镇和 n项评价指标，样本集为(xij)m×n。其中，xij表系第 i个小城镇的第 j项指标值，i和 j分别满足约束条

件 0≤i≤m；0≤j≤n；xij为标准化值，xmax、xmin分别表示指标 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3.2 熵值法 

熵值法是通过指标数据本身所具有的信息来确定权重的一种方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以及克服多指标间信息的重叠等方面

的优势[18]。基于以上优点，在现有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中，如宋潇君、袁丹等都采用熵值法来测度基本公共服务

的水平[19-20]。因此，考虑到本文的数据特点和遵循学术沿袭，本文采用熵值法对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

行测度，数据得分范围为[0，1]。得分越接近 1，说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越低。 

1.3.3 空间数据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是从整体角度对区域间的空间关联以及集聚程度进行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考察单个区域单元与

其相邻单元的空间自相关性。二者的分析方法均为 Moran's I 指数，分为全局 Moran's I 指数和局部 Moran's I 指数[21]。Moran's 

I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样本总数；Xi、Xj分别表示小城镇 i和小城镇 j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S2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

的方差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当取值为正时，表示区域间正相关;取值为负时，表示区

域间负相关;取值为零时，表示区域间不具有空间相关关系[22]。 

局部 Moran's I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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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部 Moran's I 指数取值为正时，说明相邻小城镇均具有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属性;取值为负时，说明相邻小城

镇所具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属性不同。 

1.3.4 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主要的数据来源，本文将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划分为 4个类别:基础设施、医疗

卫生、教育服务和环境设施，共计 13 项指标。采用熵值法，本文得到了 2015 年重庆市小城镇 13 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指标的信

息熵、冗余度和权重，相关结果见表 1。 

表 1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指标体系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信息熵 冗余度 权重 

基础设施 建成区人均道路面积(m2) 0.9397 0.0603 0.0798 

万人公共厕所数(座） 0.8945 0.1055 0.1395 

用水普及率(％) 0.9482 0.0518 0.0685 

燃气普及率(％) 0.9733 0.0267 0.0353 

医疗卫生 万人医院数(座） 0.9406 0.0594 0.0786 

万人病床数(张） 0.9548 0.0452 0.0598 

教育服务 万人普通小学数(所） 0.9386 0.0614 0.0811 

万人普通中学数(所） 0.9481 0.0519 0.0687 

环境设施 污水处理率(％) 0.9178 0.0822 0.1087 

生活垃圾处理率(％) 0.9924 0.0076 0.0100 

无害化处理率(％) 0.9182 0.0818 0.108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8968 0.1032 0.136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0.9807 0.0193 0.0255 

2 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特征 

2.1 橄榄形分布和主城周边区县分化的总体特征 

在熵值法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了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水平得分情况。为了更为直观地反映重庆市小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总体分布特征，本文参考李爱民的方法[23]，以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作为划分依据,具体划分为低级水平、中低级水平、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 4个层次，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划分标准 

等级划分 划分标准 得分范围 小城镇数/个 所占百分比/% 主城九区数/个 周边区县数/个 

低级水平 0≤M≤M0-0.5ST [0,0.3082] 166 20.44 1 165 

中低级水平 M0-0.5ST＜M≤M0 (0.3082,0.4129] 212 26.11 5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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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水平 M0＜M≤M0+ST (0.4129,0.5176] 290 35.71 28 262 

高级水平 M＞M0+ST (0.5176,∞) 144 17.73 35 109 

注：M0表示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得分的平均值；M表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得分；ST 表示小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得分的标准偏差。2015 年，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得分的平均值为 0.4129，标准偏差为 0.1047。 

从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总体上呈现橄榄形的分布态势，即绝大多数小城镇处于中低

级水平和中级水平，只有 20%左右的小城镇位于低级水平和 18%左右的小城镇位于高级水平。从位于主城 9区和周边区县小城镇

的情况来看，主城区超过 91%的小城镇都位于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仅有渝北区的大湾镇处于低级水平。超过 50%的周边区县小

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仅有 14.67%的小城镇位于高级水平之中。这一结果说明，在小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方面，主城区与周边区县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从区域的分布情况来看（图 1)，大多数处于高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小城镇都位于渝西地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小城镇

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显著较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主城区的辐射作用。由于重庆

市的主城区位于渝西地区，其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往往较强，进而带动了渝西地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整体提

升。渝东北和渝东南小城镇距离主城区较远，该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渝西地区有不小的差距。因而造成了重庆市小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东西差距显著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其他地区的小城镇，位于渝东南的武隆区

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明显较高，其水平得分为 0.5348,大幅高于重庆市的平均水平。武隆区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较高并非偶然，而是与其将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有着紧密的关联。 

 

从总体特征来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的小城镇，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明显较低，说明重庆市“大

城市，大农村”的二元结构仍未改变。由于旅游产业需要较好的交通、居住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

策略间接地带动了武隆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 

2.2 呈正比例增长的规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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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中，城镇人口规模为 0〜2 万、2〜3 万、3〜4 万、4〜5 万、5〜6 万、6〜7 万和 7万以上小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的平均值分别为 0.3845、0.4236、0.4251、0.4472、0.4581、0.4470、0.4747。 

镇域人口 0〜2 万人的小城镇共有 368 个（图 2)。其中，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49 个，处于中级

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96个，处于中低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118个，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105个，所占比重分别为13.32%、

26.09%、32.07%、28.53%。这一结果说明镇域人口为 0〜2 万人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水平总体偏低，超过 60%小城镇的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处于重庆全市的平均水平之下。 

镇域人口 2〜3 万人的小城镇中，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32 个，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75 个，处于中低水平

的小城镇个数为 31 个，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33 个，所占比重分别为 18.71%、43.86%、18.13%、19.30%。当人口规模

达到 2〜3 万人时，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呈现出了显著的提高，超过 60%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达到或超过

了中级水平。镇域人口 3〜4 万人、4〜5 万人、5〜6 万人的小城镇具有类似的情形，即处于中级水平或高级水平小城镇的比重

超过 60%。 

 

镇域人口 7万人以上的小城镇中，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8个，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20 个，处于中低水平

的小城镇个数为 3个，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1 个，所占比重分别为 25.00%、62.50%、9.38%、3.13%。这一结果说明当

小城镇人口突破 7万人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规模效益进一步凸显。 

从规模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关系来看，随着小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

改善。2万人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 4设施水平的拐点。当城镇规模小于 2万人时，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水平偏低。重庆市

地处多山地区，且多数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造成人口的集聚程度明显偏低，超过 45%的小城镇规模都小于 2万人。 

2.3 带动作用不同的产业特征 

经济发展对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则是相关的主导产业。不

同的主导产业对于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具有显著的差异，进而对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也有所不同[24]。小城镇

受到幅员范围、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制约，其主导产业往往较为单一[25]。根据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划分，重庆市 812 个小城

镇的主导产业分为五类:工矿、农业、商贸服务、历史文化、特色景观。由于历史文化和特色景观都是属于旅游大类，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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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导产业为这两类的小城镇进行合并，将其主导产业确定为旅游。图 3的结果显示，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最髙，其得分为 0.4346;其次为以工矿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其得分为 0.4320;再次为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

小城镇，其得分为 0.4085;最后为以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其得分为 0.4019。 

 

以工矿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28 个(图 3)，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26.42%;

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39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36.79%;处于中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20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8.87%;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9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7.92%。数据说明超过 60%以工矿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超过了重庆市小城镇的平均水平，即总体情况较好。 

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84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6.41%;处于

中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76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34.38%;处于中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47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28.71%;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05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20.51%，表明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中，高于或低于

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平均水平的小城镇各占一半左右。 

以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7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4.05%;

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42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34.71%;处于中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34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28.10%;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28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23.14%。这说明以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其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以中低水平为主。 

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5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20.55%;处于

中级水平的小城镇有33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45.21%;处于中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11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15.07%;

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4 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9.18%。超过 65%的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均处于中高级水平。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小城镇，这一情况明显较好。 

重庆市小城镇的总体产业结构水平不高，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个数达到 512 个小城镇，超过总数的 60%。以工矿和旅

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仅有 179 个，而这部分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明显高于以农业和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

城镇，这一结果说明不同的主导产业对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带动作用具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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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极分化的空间特征 

由于全局 Moran's I 指数可以对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整体关联和具体差异进行分析，本文采用 ArcGIS10.0

软件对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全局/指数进行计算，具体结果如图4。由图4可以看出，全局/指数为0.59504，

且绝大部分散点均位于一、三象限，说明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在空间格局上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这也

说明无论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高还是较低的小城镇都呈现出了空间集中分布的特征。 

全局 Moran's I 指数虽然能够从全局层面呈现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分异特征，但是无法揭示小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局部的空间集聚特征。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并且进一步揭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在具体区域的集聚现象和关联模式，本文同样采用 ArcGIS 软件对局部 Moran's I 指数进行计算，并根据空间自相关系

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行正负相关划分和高低值区域划分。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庆市 812 个小城镇进一步划分为扩散

型区域、极化型区域、低速增长型区域和过渡型区域。 

 

本文将区域自身与相邻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均较高，且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区域划分为扩散型区域。从图 5可以看出，

这一类型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渝东南的武隆、渝东北的长寿、垫江以及万州、忠县、城口和巫溪的部分区域。从这一

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渝西地区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呈现出正向扩散的态势，而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处于扩

散型区域的小城镇数量则明显较少。 

本文将自身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高，但是周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低，且具有负相关关系的区域划分为极化

型区域。这一类型的区域总体上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渝西地区的南川东南区域、渝东北地区的黔江、酉阳和秀山的部分

区域,在渝东北的奉节和巫溪也有少量的分布。在这些区域，少量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快速提升对周边区域产生了不

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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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自身和周边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都较低，且相互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区域划分为低速增长型区域。从

地理分布上看，这一类型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重庆市经济较为落后的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在渝西地区只有零散的分布。在渝东

南地区，除武隆和酉阳、秀山的部分区域以外，整个渝东南地区的小城镇均属于这一范畴。在渝东北地区，开州、巫山、云阳

等区县的大部分小城镇均为低速增长型区域。 

本文将自身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低、周边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高，且二者间具有负相关关系的区域定义

为过渡型区域。过渡型区域的分布十分分散，在渝西地区的潼南、永川、南川、綦江以及重庆市主城区等区县均有零散的分布。

渝东南地区的秀山、黔江和石柱等区县也有少量的分布。过渡型区域同样在渝东北地区的万州、开州、城口等区县有较为零散

的分布。 

从空间特征来看，主城区的辐射作用对于提升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渝东北和渝东南的

大量小城镇处于低速增长型区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个地区的核心城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于周边小城镇的带动作用不

强。根据国家扶贫办的数据①2，重庆市 14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位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区域的经济发展滞后以及城区的带动

作用不强，从根本上制约了这两个地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 

3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当前关于城镇建设的学术研究中，小城镇一直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即便在为数不多关于小城镇建设的研究中，也缺乏

从微观层面关注西部地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和打造是建设

的重点和难点，而基本公共服务则是建设特色小城镇的基础。出于上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考虑，本文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

                         

①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扶贫办发布“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EB/0L]  

http://www.gov.cn/gzdt/2012-03/19/content_20945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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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水平评价体系，从总体特征、规模特征、产业特征和空间特征四个方面对西部地区典型城市重庆 812 个小城镇的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的结论如下： 

从总体特征来看，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较为平均，但是主城区小城镇与周边区县小城镇存在显著差异。

重庆市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总体上呈现橄揽形分布，只有少部分小城镇位于低级水平和高级水平。但是从地理位置

上看，主城区所在的渝西地区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的小城镇。 

从规模特征来看，随着小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随之提升。当规模小于 2万人时，小城镇的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最低；当规模突破 7 万人时，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最高。伴随着小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

规模效应对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断凸显。 

在产业特征方面，不同主导产业对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带动作用明显不同。以工矿和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相对较高，而以农业和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则相对较低。另外，当前重庆市以农业和商贸

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约占总数的 80%，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 

在空间特征方面，临近主城的渝西地区与远离主城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从全局层面来看，重庆

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在局部空间特征方面，大多数渝西地区、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小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别属于扩散型区域和低速增长型区域。 

3.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提高以重庆市域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推动渝东北和渝东南核心城区的经济发展，增强其对周边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要想进

一步提升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改善小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在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的同时，还要

利用核心城区吸收和配给资源的功能。以核心城区为增长极点，带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从而提升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水平。 

第二，逐步撤乡并镇，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对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作用。当前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

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小城镇的规模过小，导致当地政府的公共财政压力过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无法提升。解决这一问题

的一项有效举措就是将部分偏远地区、人口空心化严重的乡镇进行裁并，进而提高人口和财政资源的集中度。 

第三，以旅游名镇为突破口，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提升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的一大优势

就在于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名镇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相较于浙江、江苏等东部省市，重庆等西部省市在小城镇层面的旅游资源

开发上相对落后。旅游开发不仅可以加大政府的相关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吸引多方资金共同参与到小城镇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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